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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更好地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以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为背景，将合作惯例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知识治理、合作惯例影响企业情报合作绩效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借助Amos24.0统计软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121家样本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知识治理有助于企业海外情报合作绩效提高，较高的知识治理对等性和集中度对合作绩效有正向影响，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对等性和集中度与合作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得到主要管理启示为：开展多方情报合作及时获取有效信息以应对潜在风险，是企业保持发展优势的理想选择；同时，企业应注意创建完善的知识治理机制、积极引导建立合作惯例，以持续推动知识创造和达成合作规范共识，促进情报合作绩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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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tense and turbulent,opportunities and risks co-exist, so it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to carry out effective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to cope with environmental 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this paper explores its impact mechanism on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which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practice of overseas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Taking cooperative routines a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and cooperative routines affecting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and proposes hypotheses. By means of AMOS24.0 statistical software,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s used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survey data of 121 sample enterprises.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higher knowledge governance equivalence and knowledge governance concentratio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cooperative routines play a partial intermediary effect between knowledge governance equivalence, knowledge governance concentration and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This conclusion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on selecting a good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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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海外市场的动荡和各类风险成为这些企业面临的巨大挑战，如何通过合作抓住海外市场机遇也十分令人困惑，因此海外情报工作十分必要，但个别企业的能力毕竟有限，情报合作则成为企业弥补自身能力不足、规避风险、把握机遇的重要途径。目前，除了人们普遍关注的被认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商业情报之外，海外市场中还存在着大量非直接竞争性情报，例如风险情报、与潜在合作活动有关的情报等等，这些领域均存在着很大的合作价值空间和外部经济性。

情报的合作远不止交换信息那么简单。从长远来看，通过情报合作共同提升对海外市场的理解，把握重要情报知识才是关键。钱学森[1]早在20世纪就将情报工作归纳为搜集知识和激活知识两个环节。可见，情报具有知识属性，情报工作以知识活动为基础。知识本身高度复杂，具有默会性、分散性、嵌入性和公共物品属性等特征[2]。知识主体的有限理性，使其参与知识活动的认知和动机受到内外部多种环境因素的作用，主体行为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在多主体参与的情报合作中，外部环境、知识特性、知识主体行为3种因素共同影响着知识活动过程，因此企业情报合作绩效难以获得保障。

过去关于情报合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竞争情报的交换与共享，学者对网络组织、战略联盟、团队协作等多种竞争情报合作形式进行了探讨，分析了情报合作共享的动因与前提条件、总体框架以及运行模式[3-7] 【此结论是笔者自己分析相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观点，并未直接引用相关观点，因此对所标注文献并无实质性引用。请考虑调整和完善对相关文献必要引用观点的呈现，或删掉引用文献】。有学者在竞争情报之外开始关注海外风险情报的合作活动，如丁源等[8]从市场结构、合作行为和合作绩效等方面着手对海外风险情报合作进行内在解析。可见，现有的研究已经打破了“情报独占”的传统理念，揭示了情报合作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情报合作通过汇集多个主体的力量共同开展情报工作，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此外，已有研究指出，知识共享对不同发展阶段下情报联盟网络竞争优势的获取十分重要[9]，以知识为基础的治理机制能够协调合作关系、优化知识活动效益[10]，并正式将知识治理引入了情报分析领域。知识治理通过良好的治理机制作用于情报合作，可持续有效提高情报合作绩效，如Nooteboom[11]指出知识交换治理有利于合作伙伴之间知识的新颖整合【确认原文表述】与共同生产，从而达成有效合作；Grandori[12]认为知识治理能够促进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交往，有利于维持合作。但知识具有路径依赖性，组织的知识认知会受到其以往实践经历的影响[13]，因此，治理机制的运行在多次重复合作中基于先前的经验会形成路径依赖，继而合作伙伴之间会达成合作共识与行为默契，最终成为合作惯例持续作用于合作过程。有学者研究发现，企业内部的惯例差异对合作中的关系机制具有削弱作用，而合作惯例的形成能够积极促进企业间知识的存储与传递，减少冲突，实现企业间的良好互动，推动合作进程，带来更高的合作绩效[14-16]。
尽管国内外学者已从知识治理视角切入对情报合作进行了研究，并对知识治理与情报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仍有不足：一方面，通过良好的知识治理来影响情报合作活动、提高情报合作绩效的研究十分有限，且研究以案例分析为主、缺乏实证；另一方面，对知识治理对情报合作绩效的影响机制缺少深入探讨，虽然已经关注到合作惯例对情报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但是关注合作惯例在两者之间作用机理的研究鲜见。因此，本研究将深入探究企业海外情报合作过程中知识治理对情报合作绩效的影响机制。
知识治理是在承认多主体参与的基础上，对各知识主体的责、权、利进行合理配置，以最优化企业间的知识活动，确保企业情报合作实践获得成功的机制；随着治理机制对责、权、利的对等分配与集中安排被合作企业理解并认可，各主体在多次合作过程中将逐渐产生默契与共识，并最终成为合作惯例；而合作惯例能够持续影响企业的合作活动，对于合作企业间知识的共享、合作关系的协调与维持具有重要作用[17]。基于上述逻辑，本研究将知识治理、合作惯例与合作绩效纳入同一框架，构建理论模型，提出相关假设，对涉及海外情报合作的多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并分析调查数据以验证假设，以期揭示企业间知识治理对情报合作绩效的作用机制，丰富相关理论内涵，并对涉及海外情报合作的企业提供参考。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知识治理

“知识治理”一词最早由Grandori[12]提出，被认为是对企业内部或企业间知识转移、共享和整合的治理，通过多种治理机制来协调知识节点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最优化知识活动的过程。后续学者就知识治理机制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如Zyngier等[18]指出，知识治理是通过对各主体的责权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审查、规制、监督和修正知识管理的过程；Schroeder等[19]从治理的基本含义出发，认为知识治理的机制设计旨在分配主体责权，促进各主体之间产生互动关系和创造主体行为一致性；王健友[13]将知识治理界定为，企业知识活动中与权力和资源配置有关的组织机制和组织过程。综上，知识治理是通过对拥有知识资源的人和组织进行责、权、利的合理安排，以促进知识在组织内外的传递、共享、整合与创造的机制。
优化知识活动的目标要求知识治理机制具有效率，效率取向的知识治理机制设计可通过责、权、利的集中来实现。在海外情报合作背景下，将责、权、利集中于情报合作企业中拥有关键知识资源的主体，可使其在战略制定、行动安排、流程监控等环节中拥有更多话语权，以实现快速决策、高效合作。要使得知识治理机制被所有情报合作企业接受并长期作用于实践，需在追求效率的基础上兼顾公平，通过制度安排，对等分配各企业在情报合作过程中承担并享有的责、权、利，平衡知识资源强势企业与弱势企业在合作网络中的关系，使知识治理机制长久、稳定运行。基于此，本研究参考Ding等[20] 197-203对知识治理的维度划分，将知识治理分为知识治理对等性和知识治理集中度两个维度。

2.2  知识治理与合作绩效

Ganesan[21]提出合作绩效分为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两者可分别从短期利润获取和长期关系建立着手进行研究。可见作为企业情报合作活动效应的体现，情报合作绩效的评判需要将阶段性的合作结果与长期性的合作行为相结合。知识创造是衡量企业海外情报合作阶段性结果的重要指标。基于多方知识资源的汇集与知识活动流程的优化，情报合作企业根据所获得的新情报知识，能够准确预测市场趋势，以供参与合作各方及时采取措施应对海外风险和机遇。此外，情报合作的敏感性使得企业间的信任关系尤为脆弱，合作的长期维持十分重要[8]，因此，本研究将体现合作行为稳定和长期合作倾向的合作意愿作为衡量企业情报合作绩效的另一维度。
情报具有知识属性，其内核由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同组成，显、隐性知识之间相互作用和转化可形成螺旋式上升的知识创造循环[22]。但是，隐性知识的共享往往因为知识的不易披露和刻意隐藏而困难重重[23]，极大阻碍了企业情报合作中新知识的创造。良好的知识治理能够有效协调各主体间的责、权、利关系，激励知识共享、促进知识转化，最终提高合作绩效。
较高的知识治理对等性，一方面可以有效约束企业情报合作行为，减少因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和企业间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另一方面，责、权、利的对等分配也有助于情报合作企业之间消除猜忌和顾虑，建立信任关系，坚定合作意愿。信任的产生可帮助企业维持合作，促进合作关系的稳定与长久，同时也能够激励各主体分享知识和经验，企业分享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可有效促进知识在合作网络中流动。在企业的海外情报合作中，海外市场的环境动荡、企业内部的战略调整与情报的特殊性，使得企业间合作网络容易受到冲击，而较高的知识治理对等性可有效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帮助企业建立稳定的海外情报合作网络，推动项目合作多样化与深入化；此外，企业间相互信赖的合作关系也有利于促进情报信息在网络中流通，提高知识转化效率，促进知识创造。
较高的知识治理集中度，使得拥有关键知识资源的强势企业能够在情报合作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责、权、利的集中，鼓励资源强势企业积极投身到情报合作之中，主动分享其内部知识，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递、转化与利用，可有效避免因知识隐藏导致的信息资源浪费现象，提高情报合作企业的整体知识水平，促进知识创造；此外，这部分资源强势企业往往被认为具备更强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变化，获取关键信息，因此在合作过程中这类企业更易获得其合作企业的认可和支持，并且可以有效引导合作活动开展，协调企业间的矛盾和冲突，提高工作效率，增情报合作绩效。在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较高的知识治理集中度能够推动合作活动快速、高效开展，使得情报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实现情报知识价值最大化，最终提高合作绩效。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较高的知识治理对等性对企业情报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较高的知识治理集中度对企业情报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3  知识治理与合作惯例

合作惯例是在重复合作过程中，各成员之间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联合行为模式。Pentland等[24]提出的语法模型认为，惯例包括规则及其所指向的实际行动。其后，Feldman等[25]提出的内生发展模型认为组织惯例包括形式面（规则、共识、规范）、执行面（具体行动模式）和载体3个部分。本研究结合宋晶等[26]研究中的维度构建，将合作惯例分为行为默契与规范共识两个维度。行为默契是情报合作企业在实践中面临相似问题时，参考以往合作经验采取的具有高度一致性、重复性和稳定性的行为模式；规范共识是在情报合作中逐渐形成的、合作企业均认同与理解的潜在运行程序和行为规范，对具体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目前，学者们分别从组织个体层面与合作网络层面对合作惯例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其中，知识资源被认为是组织个体层面影响合作惯例形成的关键因素，如Blume等[27]在研究组织惯例对团队协同的影响作用时，将惯例定义为具有分布式知识的多主体间的交互行为模式；Boyce[28]认为网络中的知识在网络惯例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有效协调组织间沟通与交流。知识的分散性与嵌入性使得知识兼具静态与动态特征。知识主体在进行知识决策时【表意不通达】，往往因为组织内外多变的知识情境面临不确定性，使得行动者倾向于接纳潜在规则，采取惯例化行动，以保障工作顺利进行；而知识治理则通过合理分配各合作主体享有的责、权、利，在合作网络层面促进惯例的形成。
较高的知识治理对等性，有利于减少企业合作中“搭便车”的行为，营造彼此信赖、和谐轻松的合作氛围；良好的合作氛围使得各主体在合作过程中积极沟通、相互配合、共同学习知识和经验，逐渐形成行为默契与共有的工作规范，并在长久合作中固定下来，成为合作惯例指导后续实践活动。较高的知识治理集中度，赋予知识资源强势企业更多的责、权、利，而责、权、利集中使得这类企业拥有较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使其在高效开展合作的同时能够强力引导和约束其他合作企业的行为，推动共有行动模式和规范共识的建立；企业影响力的存在使其容易获得关注和认可，企业的工作理念和行为也更易被接纳和效仿，无形中促进合作惯例的形成。在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各主体的工作认知与合作行为持续受到治理机制的影响作用，在重复合作中会逐步稳定并最终形成跨组织的合作惯例，以指导实践活动稳定开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较高的知识治理对等性对企业情报合作惯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较高的知识治理集中度对企业情报合作惯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4  合作惯例与合作绩效
对于合作惯例与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早已作出相关研究，如，Zollo等[15]指出战略联盟中基于知识积累的跨组织惯例可以通过促进信息收集与交流协调合作过程，继而提高联盟绩效；常红锦等[29]基于技术创新网络的研究表明，网络惯例的存在能够协调企业间的合作行为，有利于维持企业间关系并推动企业合作的稳定发展，提高合作效率；卢艳秋等[30]在研究网络惯例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合理的网络惯例有利于降低组织间的交流成本和协调成本，促进有效沟通，保障组织间合作的顺利进行。此外，合作惯例的形成可以有效存储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并在组织成员执行过程中【表意不通达】将知识进行转化与传递，促进组织间知识的整合与创造，推动合作创新，提高企业合作绩效[31]。在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合作惯例的形成意味着各主体间存在行为默契和潜在规范共识，企业在合作中采取的一致性行为模式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情报合作关系，维持情报网络有序、高效运行，保障情报合作意愿的快速达成。企业通过相互间潜在的规范共识，可有效降低商议成本、提高沟通效率，有助于隐性知识在合作成员间快速共享与整合，最终促进关键情报知识的创造。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企业情报合作惯例对情报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5  合作惯例的中介作用

良好的知识治理能够对合作企业的责、权、利进行合理配置，有效缓解知识的复杂性对知识活动造成的阻碍，进而提高合作绩效。较高的知识治理对等性，可制度化约束企业合作行为，以有效抑制各合作主体的投机倾向，激励知识共享、促进知识创造；较高的知识治理集中度，能够协调企业间冲突，保障情报决策的快速与可靠，推动企业合作目标的实现。在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与脆弱的合作关系使得合作惯例的作用尤为关键，行为默契与规范共识共同影响合作绩效，可有效协调企业间差异，促进知识交流，维持并稳定情报合作关系，促使情报合作网络高效运行。知识是影响惯例形成的重要因素，知识治理通过对各合作主体的责、权、利进行对等与集中安排，影响知识活动。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随着治理机制发挥积极效应并被合作企业认同，企业在具体的情报合作实践中将基于路径依赖逐渐产生共有程序和规则，构成行为默契，最终成为合作惯例，持续作用于情报合作活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试图就知识治理、合作惯例和合作绩效3个构念构建关系模型，认为知识治理对企业情报合作绩效可以通过合作惯例这一中介变量产生间接影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6：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对等性影响企业情报合作绩效中起中介作用。

H7：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集中度影响企业情报合作绩效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如图1 所示，其中知识治理对等性简称为“知识治理-对等”，知识治理集中度简称为“知识治理-集中”。





图1  本研究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在广泛的文献阅读基础上进行问卷设计，并且进行了小规模的预测试，以收集数据和建议，对问卷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对问卷内容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开展正式调研活动。主要调查对象为拥有海外业务的知识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实地发放、邮件传输和网络在线发放等方式展开调查。考虑到样本数据获取的便捷性和原始性，以及对调查对象的条件限制【表意不明】，样本企业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成都、东莞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涉及通信设备、机械制造、金融投资、生物医药等多个行业。共发放问卷248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2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48.8%。其中，就企业性质而言，国有企业占37.2%，民营企业占41.3%，外资企业占12.4%，中外合资企业占9.1%；就企业人数规模而言，小型企业占27.3%，中型企业占32.2%，大型企业占40.5%【分类标准是什么】；就企业成立年限而言，5年及以上企业占44.6%。问卷填写对象中，性别方面，男性占61.2%，女性占38.8%；年龄方面，20～30岁者占27.3%，＞30～40岁者占47.1%，40岁以上者占25.6%；工作年限方面，5年及以上工作时长者占39.7%。

3.2  变量测量

为了保证本研究中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符合研究标准，对知识治理、合作惯例、合作绩效3个主要概念的测量均基于国内外文献中的成熟量表，并结合研究背景和目的进行修整，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对变量进行评价。

（1）知识治理。知识治理的测量主要参考了Zyngier等[18]的研究成果，结合Ding [20]197-203提出的知识治理对等性和集中度的维度划分，通过知识治理-对等和知识治理-集中两个维度共6个题项进行测量。知识治理-对等包括：合作产生的潜在风险和利益安排基本对等（DD1）、合作活动中的责任和权力安排基本对等（DD2）、合作方大都认可责、权、利对等的观念（DD3）；知识治理-集中包括：合作产生的潜在风险和利益主要由部分知识资源强势者承担（JZ1）、合作活动中的责任和权力主要由部分知识资源强势者承担（JZ2）、合作方大都认可责、权、利集中于强势者的观念（JZ3）。 

（2）合作惯例。合作惯例的测量主要参考了Zollo等[15]、Lavie等[16]、常红锦等[32]的研究成果，分为行为默契与规范共识两个维度，分别设计5个题项和4个题项。在使用因子分析法做降维处理后，根据分析结果使用4个题项对合作惯例进行测量，包括：合作方相互学习和参考工作方式、方法和原则（GL1）；持久合作使得企业间相互理解，能达成很多行为上的默契（GL2）；合作过程中一些潜在“游戏规则”逐步形成并深化（GL3）；这些“游戏规则”影响了后续活动开展（GL4）。

（3）合作绩效。合作绩效的测量主要参考了Nonaka等[33]、Perkmann等[34]、刘群慧等[35]、梁娟等[36]的研究成果，结合研究背景，从知识创造和合作意愿两个维度共6个题项进行测量。知识创造包括：经验和知识在合作方之间传播并吸收（CZ1），经验知识能被形成书面资料并继续完善（CZ2），书面资料结合读者自身理解能够被转化为新知识（CZ3）；合作意愿包括：合作方愿意长久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YY1），合作方愿意共同创造新的发展机会（YY2），合作方达成长期合作愿景（YY3）。

此外，在研究模型中，由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可能影响问卷统计结果，因而将之作为控制变量。

4  实证分析

4.1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与Amos24.0结构方程软件对量表各项指标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检验结果分别如表1和表2所示。就量表信度而言，各量表的克朗巴赫值（Cronbach’s α）在0.748～0.911之间，均大于0.7，可见本研究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所有变量的组合信度CR值在0.753～0.912之间，均大于0.7，通过了信度检验。就量表效度而言，从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两方面进行度量，如表1显示，所有变量的各题项标准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6、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大于0.5，说明量表的聚合效度检验通过；如表2显示，各变量的AVE平方根值在0.711～0.880之间，均大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值，可见各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1  变量信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标准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CR
	AVE

	知识治理-对等
	DD1
	0.762
	0.872
	0.874
	0.699

	
	DD2
	0.872
	
	
	

	
	DD3
	0.869
	
	
	

	知识治理-集中
	JZ1
	0.887
	0.911
	0.912
	0.775

	
	JZ2
	0.857
	
	
	

	
	JZ3
	0.897
	
	
	

	合作惯例
	GL1
	0.759
	0.810
	0.811
	0.518

	
	GL2
	0.688
	
	
	

	
	GL3
	0.720
	
	
	

	
	GL4
	0.710
	
	
	

	知识创造
	CZ1
	0.751
	0.748
	0.753
	0.505

	
	CZ2
	0.739
	
	
	

	
	CZ3
	0.636
	
	
	

	合作意愿
	YY1
	0.722
	0.768
	0.769
	0.526

	
	YY2
	0.727
	
	
	

	
	YY3
	0.727
	
	
	


表2  变量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知识治理-对等
	知识治理-集中
	合作惯例
	知识创造
	合作意愿

	知识治理-对等
	0.836
	
	
	
	

	知识治理-集中
	0.180
	0.880
	
	
	

	合作惯例
	0.404
	0.384
	0.720
	
	

	知识创造
	0.472
	0.453
	0.563
	0.711
	

	合作意愿
	0.491
	0.438
	0.578
	0.422
	0.725


注：对角线上的元素为AVE平方根，其他元素为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4.2  模型检验  

本研究通过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回归分析法探究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与知识创造、合作意愿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49（P＜0.01）、0.198（P＜0.05），企业年龄与知识创造、合作意愿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39（P＜0.01）、0.353（P＜0.001），检验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水平。由此可知，企业规模越大、企业成立年限越长，企业海外情报合作绩效越高。

为了深入分析知识治理、合作惯例与合作绩效的关系，揭示三者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根据理论假设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Amos24.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运算。

（1） 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如图2所示，模型整体的适配度指标为：(2 /df=1.087，IFI=0.991，TLI=0.989，CFI=0.991，RMSEA=0.027。其中，(2 /df值小于2，IFI、TLI、CFI均大于0.9，RMSEA小于0.05，各项拟合指标均比较理想，可以进行路径分析和假设检验。
  












图2  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知识治理、合作惯例影响合作绩效的模型拟合结果

（2）直接效应分析。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图2和表3可见，知识治理-对等对知识创造（β=0.307，P＜0.010）和合作意愿（β=0.326，P＜0.010）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1通过验证；知识治理-集中对知识创造（β=0.286，P＜0.010）和合作意愿（β=0.270，P＜0.010）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2通过验证；知识治理-对等（β=0.406，P＜0.001）与知识治理-集中（β=0.367，P＜0.001）正向影响合作惯例，假设H3和H4通过验证；合作惯例对知识创造（β=0.440，P＜0.001）和合作意愿（β=0.440，P＜0.001）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5通过验证。

表3  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知识治理、合作惯例影响合作绩效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检验结果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C.R.
	P
	研究假设
	检验结果

	知识治理-对等
	→
	知识创造
	0.307
	2.988
	0.003
	H1
	支持

	知识治理-对等
	→
	合作意愿
	0.326
	3.163
	0.002
	
	

	知识治理-集中
	→
	知识创造
	0.286
	2.928
	0.003
	H2
	支持

	知识治理-集中
	→
	合作意愿
	0.270
	2.787
	0.005
	
	

	知识治理-对等
	→
	合作惯例
	0.406
	4.018
	***
	H3
	支持

	知识治理-集中
	→
	合作惯例
	0.367
	3.750
	***
	H4
	支持

	合作惯例
	→
	知识创造
	0.440
	3.539
	***
	H5
	支持

	合作惯例
	→
	合作意愿
	0.440
	3.525
	***
	
	


注：* * *表示P＜0.001。

（2） 中介效应分析。因Sobel检验法存在弊端【未交代清楚】，Bootstrap检验方法相比Sobel检验法而言更具效力[37]，因此本研究使用Amos24.0软件，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模型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在进行2 000次的Bootstrap重复抽样后，在95%的置信区间(CI)下，偏差校正法（Bias-Corrected）和分位数法（Percentile）两种方法的上、下置信限运算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知识治理-对等对知识创造、合作意愿的间接效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同时直接效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对等与知识创造、合作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知识治理-集中对知识创造、合作意愿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集中与知识创造、合作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基于此，假设H6、H7通过验证。

表4  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中合作惯例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路径
	效应类型
	Bias-Corrected 95%CI
	Percentile 95%CI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知识治理-对等
	→
	知识创造
	直接效应
	0.092
	0.511
	0.105
	0.532

	
	
	
	间接效应
	0.072
	0.335
	0.060
	0.316

	知识治理-对等
	→
	合作意愿
	直接效应
	0.120
	0.556
	0.113
	0.551

	
	
	
	间接效应
	0.066
	0.337
	0.054
	0.321

	知识治理-集中
	→
	知识创造
	直接效应
	0.048
	0.485
	0.049
	0.487

	
	
	
	间接效应
	0.049
	0.366
	0.034
	0.329

	知识治理-集中
	→
	合作意愿
	直接效应
	0.045
	0.467
	0.065
	0.480

	
	
	
	间接效应
	0.058
	0.308
	0.043
	0.287


5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企业海外情报合作为背景，从知识治理对等性和知识治理集中度两个维度探讨知识治理对情报合作绩效的影响作用，并研究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与合作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通过对121家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进行数据收集与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知识治理有助于企业海外情报合作绩效提高。良好的知识治理水平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准则，通过对等与集中相结合的机制安排长久发挥效力，持续优化知识活动，促进知识流通，多主体参与的情报合作因此能够破除天然的知识资源流动壁垒，为情报知识的创造带来新的价值源。知识基础观认为，知识在企业资源中最具战略重要性[38]，企业间多种形式的知识合作能够使知识得到更充分利用、创造更大的价值。本研究对知识治理与情报合作绩效的关系研究，可投射至其他以知识为基础的合作中去，对组织间知识网络效益的研究可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2）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与情报合作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合作惯例对情报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与学者Zollo等[15]、Blume等[27]分析跨组织惯例积极影响合作绩效的观点一致。合作惯例的存在实际反映了合作企业对于某种共有的行为逻辑与价值观的认同，继而形成了默契与规范，这种认同来自企业间良好的知识治理，治理机制对于情报合作绩效的正面作用使得合作企业认可彼此的价值，并将这种默契与规范长期应用于实践活动，最终固化为合作惯例，因此，合作惯例在知识治理影响情报合作绩效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此结论揭示了知识治理作用于企业情报合作绩效的路径，对企业海外情报合作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5.2  理论贡献

本研究可能具有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如下：首先，区别于传统情报工作的封闭式管理模式，情报合作的开放性为情报知识的创造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尽管已有少数学者认识到情报合作的重要性，并从知识共享、知识转化等角度对情报合作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但大都集中在知识活动的局部环节，而本研究从知识治理的整体视角出发，从机制层面探究如何提高情报合作绩效，为后续学者研究情报合作及其绩效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对情报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其次，现有研究大多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出发，探究如何通过组织结构设计和治理机制选择来有效促进知识在组织内外流动和创新，而本研究则基于企业治理理论，从治理的角度着手，在Zyngier等[18]从知识主体责权配置角度对知识治理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知识治理的概念内涵，并提出相应的构念加以测度，丰富了知识治理相关理论。最后，知识治理的跨学科特性使得相关领域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范式，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概念起源、理论梳理、机制设计等方面，关于知识治理效能的研究较少，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治理机制对知识活动，包括知识共享、转移、创造等环节的直接影响，对于知识治理优化知识活动的中间路径缺少更为深入的探讨，而本研究将合作惯例纳入理论模型，实证探究知识治理对情报合作绩效的影响路径，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知识治理对组织活动的作用机制，尤其是组织间这一层面上知识治理对情报合作绩效的效应机制。

5.3  管理启示

本研究为在海外市场开拓和发展业务的企业提供了如下启示：首先，海外风险信息与竞争情报来源复杂、难以掌握，企业通过多方情报合作快速收集和整理市场情报，及时获取有效信息应对潜在风险，是保持发展优势的理想选择。其次，企业管理者应该正确理解知识治理的内涵，创建完善的治理机制。知识治理对各合作主体之间知识活动、合作意愿的影响是长期性的，需要合作企业在实践中将责、权、利的对等和集中分配落实到企业合作的组织架构、管理制度、运营机制等多个方面，以持续推动知识创造，保持稳定合作关系，最终提高情报合作绩效。最后，企业管理者需正视合作惯例对情报合作绩效的积极作用，在海外情报合作过程中积极引导建立合作惯例、推动形成行为默契，达成合作规范共识，以最终促进情报合作绩效的提高。

5.4  未来研究建议

海外情报的特征及海外情报活动的特征可能因行业和地区差异而不同，本研究没有刻意区分行业和地区差异，这方面可能存在具有潜在价值的研究，有望形成更为细致的研究发现，从而对相关理论作出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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